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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机制：多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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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某国有企业在 10 个地市的 66 个工作团队 369 名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 
在控制被试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 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分析团队领导心理资本与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及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1)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存在积极影响,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是领导心理资本与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跨层次的中介变量; (2)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  心理资本; 组织公民行为; 多层次中介效应; 工作团队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提出 

工作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 前者是与

生产、服务等密切相关的活动, 而后者能够对组织

内的社会沟通起润滑作用, 提高组织运行的有效性

( 陈 启 山 , 温 忠 麟 , 2010a) 。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是关系绩效的

典型表现, 指员工自愿性的个体行为, 这些行为虽

然没有得到组织中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或明确的

回 报 , 但 是 却 从 总 体 上 提 升 了 组 织 的 有 效 运 作

(Organ, 1988)。 
组织公民行为一直是学术界与企业界关注的

焦点, 在现代企业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

等领域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组织公民行为有

助于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强化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影响

力, 它与组织绩效、组织生产力、组织自我效能感、

顾客满意度有着密切关系, 是影响企业组织竞争力

与战斗力的重要因素(Podsakoff, Whiting, Podsakoff, 
& Blume, 200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面

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传统的工作描述、岗位职责

等经常需要发生改变 , 企业为赢得更多的竞争优

势 , 仅仅要求员工完成基本的工作要求是远远不

够的 , 必须依靠员工做出更多卓越的角色外行为 , 
这更加凸显了组织公民行为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中的意义。 
中国社会文化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价值观的

影响, 塑造了中国员工独特的组织行为。由于中西

文化的异质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对文化背景的依赖

性, 所以不能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简

单移植到中国文化背景下(陈启山, 温忠麟, 2010b), 
针对中国企业的工作团队, 应采用适用于中国员工

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Farh, Ealey 和 Lin (1997)的
研究指出, 中国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与西方存在差

异, 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编制出中国组织公民行为

量表, 共包括公司认同、利他行为、敬业精神、人

际关系协调、保护公司资源五个维度。许多和张小

林(2007)的研究指出, 影响中国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因素可以分为个体层次与群体组织层次两大类因

素,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 员工人口统计特征、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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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态度、动机等因素; 群体组织因素主要包括, 
群体、组织特征因素(结构、程序、领导方式等)和
氛围因素(比如凝聚力等)。 

综合分析和梳理国内外涉及组织公民行为的

研究 , 我们发现 , 该领域对员工的积极心理状态

(如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很少, 
而且主要是从单水平层面(员工层)展开, 罕见采用

多层次的研究设计并用阶层线性模型的统计方法

分析个体层面以及团队特征因素对员工工作态度

与行为的影响 , 这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 (张志学 , 
2010), 增大研究结论犯 I 型错误的概率(张雷, 雷

雳, 郭伯良, 2003)。本研究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的

视角, 采用阶层线性模型的统计方法, 重点关注以

下议题：(1)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以及成员心理资本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2)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在团队成员心理资本与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1.1  心理资本 

著名组织行为学家、美国前管理学会主席 Fred 
Luthans 在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影响下, 创立了积极

组织行为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在

2004 年提出了能揭示竞争优势来源的新视角——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Luthans (2002)指
出, 对于包含在积极组织行为中的心理资本, 需要

具有以下特征：(1)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并且

可以有效地测量; (2)是类状态(state-like)的心理特

质、能够有效地开发与管理以提升绩效; (3)可以在

个体微观层面上进行测量、开发、管理。 
心理资本是积极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它是以

人的积极心理力量—— 自我效能、乐观主义、希望

和韧性等四种能力为基础建构出的概念, 是超越经

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

(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6)。心理资本是个

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

状态, 具体表现为：(1)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 
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自我效能

感); (2)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乐观); 
(3)对目标锲而不舍, 为取得成功, 在必要时能调整

实现目标的途径(希望); (4)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

扰时 , 能够持之以恒 , 迅速复原并超越(韧性), 以

取得成功(Luthans, Youssef, & Aviolio, 2008)。尽管

心理资本理论诞生不久, 心理资本理论的跨文化、

跨 行 业 适 用 性 已 经 在 广 泛 的 背 景 下 得 到 了 验 证

(Luthans, Avolio, Walumbwa, & Li, 2005; Luthans & 

Ibrayeva, 2006; Youssef & Luthans, 2003)。 
心理资本将传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组织

行为关系的研究拓展到更加微观的员工心理层面, 
被证实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 促进员工积

极工作态度、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与发展, 是未来

组织和个人获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 
1.2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 
工作团队是嵌入在组织中的小型群体, 在群体

内部工作任务呈现出相互依赖和持续的特点, 以共

同完成相关任务为导向, 群体内部成员共享一个或

多个共同目标, 成员之间进行社会互动(Kozlowski 
& Bell, 2003)。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 
theory)的观点认为, 在企业组织中工作环境是员工

工作行为的重要信息来源, 工作环境中的各种信息

为员工建构和解释某一工作事件提供线索, 进而影

响他们随后的行为(Salancik & Pfeffer, 1978)。团队

领导作为工作团队的管理者, 担负着带领整个团队

完成工作任务的使命, 他们的心理状态、领导行为

会成为团队成员开展日常工作重要的工作背景, 对

成员的工作绩效、工作态度与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李超平, 孟慧, 时勘, 2006; Niehoff & Moorman, 
1993; 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 Fetter, 
1990)。 

团队领导心理资本能够有效提升领导的人格

魅力, 是与成员建立起高效领导关系不可或缺的核

心元素(Luthans & Avolio, 2003), 团队领导的自我

效能、乐观、韧性、希望四要素及心理资本整体构

念能够提升领导行为的有效性, 为工作团队获得出

众工作绩效等一系列积极的工作结果创造良好条

件(Norman, Avolio, & Luthans, 2010; Norman, B. 
Luthans, & K. Luthans, 2005)。自我效能高的领导在

管理工作过程中更加自信, 能够为成员提供更多的

支持, 有助于保持团队高水平的工作热情(Bandura, 
1997); 希望水平高的领导对工作环境有更好地控

制, 并能针对工作情境中的问题想出多种解决途径, 
更好地完成组织目标 , 获得成员更多信任(Snyder 
& Shorey, 2003); 乐观的团队领导倾向于为成员描

绘组织美好的发展未来, 即使遇到压力和逆境, 仍

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并相信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现状, 
并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 能够更加有效地

鼓舞团队成员(Brissette, Scheier, & Carver, 2002); 
韧性水平高的领导对负性的压力事件有更好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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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力, 不仅能够挖掘自身的积极情绪, 而且善于引

导成员获得积极情绪, 带领团队更好地应对逆境和

挫折(Masten & Reed, 2002)。Peterson, Walumbwa, 
Byron 和 Myrowitz (2009)的研究发现, 高科技行业

新公司 CEO 的心理资本对组织绩效提升起积极促

进作用。Walumbwa, Peterson, Avolio 和 Hartnell 
(2010)的研究表明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能够促进

成员任务绩效的提升。 
虽然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证实团队领导心理

资本能够正向预测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但是针对员

工层和团队层的研究都证实了心理资本能够正向

促进组织公民行为(Avey, Luthans, & Youssef, 2010; 
Avey, Wernsing, & Luthans, 2008; Walumbwa, 
Luthans, Avey, & Oke, 2011; 仲理峰, 2007)。此外, 
组织公民行为反映了工作绩效的关系绩效, 并且它

与 任 务 绩 效 关 系 密 切 (ρ=0.74, Hoffman, Blair, 
Meriac, & Woehr, 2007), 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

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应类似于任务绩效。因此, 本

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有积极影响。 
团队领导心理资本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Luthans & Avolio, 2003)。很难想象, 一名缺乏自

信、乐观、希望、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团队领导

如何能够激发和鼓舞整个工作团队？团队领导心

理资本除了可以直接促进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之外, 还能够成为工作团队中积极的背景因素增强

成员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团队领导是成员感知、解释工作事件的直接线

索 , 他 们 在 形 成 团 队 氛 围 的 过 程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Mayer, Nishii, Schneider, & Goldstein, 2007), 健康

友爱的团队氛围有助于增强成员态度对组织公民

行 为 的 影 响 (Walumbwa, Hartnell, & Oke, 2010; 
Zohar, 2000)。心理资本丰富的团队领导能够与团队

成员进行积极、高效地人际互动, 更为有效地解决

成员之间工作的误解、矛盾, 形成健康、互助的团

队氛围, 促进团队成员心理资本转化为组织公民行

为。与此相反, 心理资本缺乏的团队领导, 缺乏建

立良好团队氛围的能力, 可能抑制成员心理资本向

组织公民行为的转化。 
在工作团队中, 团队成员角色外的组织公民行

为可以看作是对整个工作团队的回馈方式 (王震 , 
孙健敏, 张瑞娟, 2012)。当团队领导与成员的心理

资本都较高时, 他们倾向开展更多互惠地人际互动, 

带来更多积极的资源, 从而有助于激发成员表现出

更 多 角 色 外 的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Walumbwa et al., 
2010)。Walumbwa 等(2010)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

一观点, 即, 领导心理资本能够成为工作团队中积

极的背景因素, 能够增强成员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

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究, 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团队

中, 领导心理资本是否也扮演着相同的作用呢？因

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心理资本与

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1.3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心理资本的

影响 
在工作团队的管理模型下, 团队成员接触最多

的、对其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工作团队领导。工作

团队领导在日常工作中直接对成员进行指导和监

督, 正式或非正式地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行为。

心理资本丰富的团队领导 , 他们对工作充满希望 , 
成 就 动 机 更 强 , 乐 意 设 定 更 富 挑 战 性 的 目 标

(Stajkovic, 2006), 拥有更多办法去解决阻碍目标实

现的困难(Peterson et al., 2009), 愿意为实现成功付

出更多的努力, 同时, 他们对环境有着更加积极的

预期, 更容易从逆境与失败中恢复过来(Walumbwa 
et al., 2010), 他们的工作态度通常更加积极, 工作

绩效更为出色。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认为, 个体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获得学习经验。在

工作团队中, 团队领导通常比团队成员的地位更高, 
更富有影响力, 团队领导通常被看作是成员的榜样, 
团队成员倾向于模仿领导, 尤其是当团队成员感知

到领导行为获得的积极结果, 团队成员更加倾向于

以相似的方式模仿(Bandura, 1977)。 
心 理 资 本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征 是 具 有 感 染 效 应

(contagion effect), 即领导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

心理资本可以相互影响(Meindl, 1995)。团队领导心

理 资 本 对 成员 的 影 响 是通 过 情 绪 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这一过程实现 (O’Neil et al., 2009; Sy, 
Côté, & Saaverdra, 2005)。Bono 和 Ilies (2006)的研

究指出, 领导心理资本通过积极地情绪表达感染团

队成员, 让他们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 进而影响他

们的工作态度与行为。Norman 等(2005)的研究表明, 
团队领导希望通过情绪感染这一过程促进成员韧

性的提升。心理资本丰富的领导带领的工作团队, 
团队成员经常观察、感受来自领导心理资本带来的

积极工作结果 , 这有助于激发成员对工作形成积

极 、 乐 观 的 预 期 和 较 强 的 成 就 动 机 (Yammarino, 



1 期 任  皓 等: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多层次模型 85 

 

Dionne, Schriesheim, & Dansereau, 2008), 促进成

员发展出自信、乐观、韧性、希望的一系列积极心

理品质。 
团队领导的心理状态是成员解读工作事件的

人际、社会背景, 会成为团队内部共享的心理特征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社 会 认 同 理 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 成员依据团队内部共享的心理特征形

成工作团队,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 成员根据共同团

队特征定义自己的工作“自我”, 从而实现个人与

领导匹配、个人与团队匹配等一系列组织社会化的

过程(Hogg, 2006; Hogg & Terry, 2000; 严鸣, 涂红

伟, 李骥, 2011; 赵慧娟, 龙立荣, 2004)。Ostroff 和

Rothausen (1997)的研究表明 ,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

加, 受组织社会化的影响, 员工与组织工作环境的

匹配度不断提升。心理资本丰富的领导对工作团队

有着更加积极、美好的期望, 有助于成员内化积极

乐观、健康向上的团队价值观, 为成员心理资本的

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反之, 心理资本缺乏的团队领

导则会对成员心理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产生消极影

响。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心理资本有

正向促进作用。 
1.4  工作团队成员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无论企业组织的战略目标多么宏伟, 都需要员

工通过日常具体的工作来实现。如果员工的心理状

态消极, 缺乏工作热情, 根本谈不上组织绩效的高效

产出。团队领导的高效领导力最终需要落实在团队成

员的工作执行层面才能得以发挥, 因此, 在探讨工作

团队领导的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

程中, 绝不可以忽视团队成员个体因素的影响。 
在员工个体因素当中, 心理资本反映着个人心

理潜能和竞争优势, 是超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

个人资源 , 心理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绩

效、组织公民行为(Luthans, Norman, Avolio, & Avey, 
2008; 田喜 洲 , 谢晋宇 , 2010; Peterson, Luthans, 
Avolio, Walumbwa, & Zhang, 2011; Walumbwa et al., 
2011; 仲理峰 , 2007)。心理资本丰富的团队成员 , 
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 乐于接受工作中的挑战性

任务, 并愿意为工作目标的实现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倾向于使用积极的归因方式解释工作中的遇

到的各式问题; 当面临工作中的困难与挫折时, 有

顽强的意志力、并能想出多种途径有效解决; 即使

在工作中遭遇失败, 他们能够迅速地调整自我, 从

工作低谷中走出来, 他们容易形成更加积极、乐观

的工作态度(Luthans et al., 2008)。Luthans 等(2005)
强调心理资本四个独立成分可能以整合的、相互影

响的方式产生影响。Fredrickson (2001)在她的扩展

和建设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指出, 高水平

的积极心理状态有助于保持更优秀的工作绩效。

Fredrickson 和 Branigan (2003)进一步强调积极情绪

能够促进个体建设资源, 包括身体资源、智力资源、

人际资源和心理资源, 一系列资源能够提高员工个

人应对工作情境中的变化与挑战, 促进团队成员做

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国外一系列研究证实, 心理资本不仅能促进角

色内的任务绩效, 而且能够促进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组织公民行为。Avey, Patera 和 West (2006)的研究

表明, 心理资本与员工的缺勤行为负相关。Avey 等

(2008)的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员工的

组织公民行为产生, 减少偏差行为, 为积极组织变

革创造良好条件。Avey 等(2010)的研究证实, 心理

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负向预测员

工玩世不恭、离职倾向和反生产行为。Walumbwa 等

(2011)基于团队水平的研究验证了工作团队成员心理

资本在工作团队特征与成员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

扮演着中介作用。中国企业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也证实

了心理资本能够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柯江林, 
孙健敏 , 石金涛 , 顾琴轩 , 2010; 田喜洲 , 谢晋宇 , 
2010 ;仲理峰, 2007)。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团队成员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成员的组

织公民行为。 
H5：团队成员心理资本是团队领导心理资本与

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跨层次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 1。 

 

 
 

图 1  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东部沿海某省一个国



86 心    理    学    报 45 卷 

 

有企业在 10 个城市基层车间的工作团队, 不同工

作团队的工作任务、工作模式以及绩效考核标准基

本相同, 以减小工作特征、组织文化等因素对研究

变量的影响。判定工作团队的依据有：(1)不同成员

属于同一工作团队; (2)不同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团

队领导; (3)团队领导与成员长时期在一起工作(王

忠军, 龙立荣, 刘丽丹, 2011)。 
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430 份, 收回 403 份, 

有效问卷 369 份, 问卷有效率为 85.8%。最终回收

了 66 个有效的工作团队样本(删除 1 个团队成员无

法与团队领导匹配的数据), 平均每个工作团队包

含 6 人, 人数最多的工作团队有 12 人, 人数最少的

有 4 人。在每个工作团队当中, 员工与其直接主管

保持上下级关系至少为 1 年以上, 平均年限为 5.60
年。在调查样本中, 男性占 79.0%, 女性占 21.0%; 
18~25 岁占 10.7%, 26~30 岁占 14.9%, 31~35 岁占

15.4%, 36~40 岁占 11.6%, 41~45 岁占 18.4.%, 46~50
岁占 13.9%, 51~60 岁占 9.2%, 60 岁以上占 0.2%; 初

中及初中以下占 1.5%, 高中、职高、中专占 50.1%, 
大专占 33.3%, 本科占 12.7%, 研究生占 0.5% ; 一

般职员占 75.8%, 基层管理者占 15.0%, 中层管理

者占 9.3%; 被试平均工龄为 17.10 年, 标准差为

10.66 年。 
2.2  变量测量 
2.2.1  心理资本  采用 Luthans 等(2008)开发、李

超 平 等 人 (2008) 翻 译 的 心 理 资 本 量 表 (PsyCap 
Questionnaire, PCQ)。该量表包含自我效能、希望、

乐观、韧性等 4 个维度, 每个维度 6 个题目, 共 24
题, 李克特 6 点计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已有的研

究 表 明 , 该 量 表 有 较 好 的 信 效 度 (Luthans et al., 
2005; 田喜洲, 谢晋宇, 2010)。在本研究中, 利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技术 , 并根据心理测量专家的意见 , 
删去因子载荷低于 0.40 的题目, 保留 21 个题目用

作正式研究, 删除了“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 我很

难从中恢复过来, 并继续前进”、“如果某件事情会

出错, 即使我明智地工作, 它也会出错”、“在我目

前的工作中, 事情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

这三道题项。剩下的所有题目的负荷超过了 0.50。

团队领导心理资本量表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

韧性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6、0.84、0.79 和 0.84;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量表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

韧性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1、0.83、0.75 和 0.82。 
2.2.2  组织公民行为  采用 Farh 等(1997)编制的

中国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该量表总共 20 个题项, 李

克特 7 点计分, 从 5 个维度描述了中国社会背景下

的组织公民行为。五个维度分别是公司认同、利他

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协调、保护公司资源。经

过测量工具有效性检验之后 , 删去因子载荷低于

0.40 的题目, 保留 19 个题目用作正式研究, 删掉

了“我渴望告诉别人自己公司的好消息和澄清他

们对公司的误会”这一题项。剩下的所有题目的

负荷超过了 0.50。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的公司认同、

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协调、保护公司资

源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2、0.90、0.83、0.83 和

0.68。 
2.3  施测与数据分析 

本调查研究分别针对工作团队领导和成员采

用不同的施测问卷 , 领导问卷包括心理资本量表 , 
成员问卷包括心理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领导

和成员问卷均采用自评方式。研究人员在企业人力

资源部的协助下, 根据企业人员花名册进行研究抽

样并展开现场调查。在施测过程中, 为了消除被试

的顾虑和保护他们的隐私, 以尽量获得他们的真实

想法, 所有问卷、被试费均预先装入信封, 在封口

出贴好双面胶, 并在问卷封面注明“为保护您的个

人隐私 , 请将填好的问卷放回信封并封好”, 将所

用收回的问卷进行配对编码。 
工作团队成员问卷我们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

验来检验同源误差(Malhotra, Kim, & Patil, 2006), 单

因 子 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数 如 下 ： χ2=562.01, df=27, 
RMSEA=0.26, NNFI=0.80, CFI=0.85, SRMR=0.12。

两 因 子 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数 如 下 ： χ2=142.22, df=26, 
RMSEA=0.12, NNFI=0.94, CFI=0.95, SRMR=0.063。

两因子模型远比单因子模型拟合得好表明, 尽管同

源方法变异可能存在, 但是它对研究的影响较小。 
根据 Raykov 和 Zinbarg (2011)的研究, 计算了

各量表的高阶因子部分的变异占合成分数总变异

的比例, 这个比例高, 说明量表很大程度上测量了

共同的特质, 可以将量表合成总分或平均分, 进行

后续统计分析。在本研究中的量表, 高阶因子部分

的变异占合成分数总变异的比例, 领导心理资本量

表为 0.90, 成员心理资本量表为 0.92, 成员组织公

民行为量表为 0.85。因此, 可以使用合成分数(量表

平均分)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LISREL 8.70, HLM 6.0 进行

统计分析。研究数据存在缺失, 但是比例小于 5%, 
并且是随机性缺失, 我们使用 EM 算法填补缺失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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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心理资本的跨组等同性检验 

心理资本既用于施测工作团队领导, 又用于施

测团队成员, 因此, 有必要确定测量工具的结构在

这两类测量对象中是相同的, 因此, 需要进行测量

等同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的检验。用多组验

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 (侯杰泰 , 温忠麟 , 成子娟 , 
2004), 首先检验模型的形态相同 , 如果模型形态

相同, 再逐步限制因子负荷、误差方差、因子方差、

因子协方差相同, 通过模型比较, 确定模型是否具

有跨组不变性。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虽然模型 M1

至 M5 逐步增加参数的限制条件, 但模型的 Δχ2(Δdf)
不显著, 而且拟合也没有明显变坏, 因此, 心理资

本在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之中具有相似的结构, 心

理资本量表适用于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两类不同

的人群。 
3.2  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的变量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年龄与心理资本呈正相关, 教育程

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 男性团队成员的组织

公民行为显著少于女性, 团队成员的心理资本与组

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而且达到显著水平。 
从表 2 的结果中可以发现, 性别、年龄等人口

统计学变量及教育、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会对

员工的心理资本及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因此, 
在数据分析时, 需要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分

别做组织公民行为、心理资本对这些变量的回归, 
将因变量的残差作为进一步分析的结果, 以减小虚

假效应(spurious effect)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3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成员心理资本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是组水平的变量, 团队

成员心理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水平的变量。

本研究采用多层次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依次检验回

归系数进行多层次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的模型是

跨 层 级 中 介 效 应 低 层 中 介 变 量 模 型 (cross-level 
mediation-lower mediator), 即 2-1-1 模型。对层 1
变量按组均值中心化, 同时将组均值置于层 2 截距

方程式的中心化方法, 以分离组间和组内中介效应, 
可以准确估计多层次中介效应的大小(方杰, 张敏

强, 邱皓政, 2010)。 
根据 M1 进行零模型检验, 计算得到团队成员

组织公民行为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1) = 0.21/ 
(0.21+ 0.63)=0.25>0.06, 有必要进行多层次分析(温
福星, 2009)。跨层次中介效应检验的具体检验步骤

如下： 
 

表 1  心理资本量表测量等同性检验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Δχ2(df) Δχ2/df RMESA NNFI CFI SRMR 

M0, L 372.35 183 2.03 —— —— 0.11 0.92 0.93 0.092 

M0, F 703.34 183 3.84 —— —— 0.10 0.95 0.95 0.062 

M1 1075.69 366 2.94 —— —— 0.10 0.94 0.95 0.062 

M2 1096.87 387 2.83 21.18(21) 1.01 0.10 0.94 0.95 0.068 

M3 1111.08 393 2.83 14.21(6) 2.37 0.10 0.94 0.95 0.065 

M4 1140.32 414 2.75 29.24(21) 1.39 0.10 0.95 0.95 0.065 

M5 1183.69 435 2.72 43.37(21) 2.07 0.10 0.95 0.95 0.066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领导心理资本 4.33 0.85 −       

成员性别 a 0.77 0.42 − −      

成员年龄 34.15 9.42 − 0.153** −     

成员教育年限 13.41 1.78 − −0.267** −0.218** −    

成员工作经验 16.39 10.95 − 0.146** 0.863** −0.300** −   

成员心理资本 4.23 0.76 − −0.094 0.173** 0.033 0.092 −  

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5.15 0.92 − −0.137* 0.069 0.153** 0.047 0.581** −

注：**p<0.01, *p<0.05; a 0=女, 1=男, 性别均值表示男性的比例; 领导心理资本是工作团队层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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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的跨层次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参数估计   

 γ00 γ01 γ02 γ10 σ2 τ00 

M1：零模型 
L1：OCBij =β0j + rij 
L2：β0j =γ00+μ0j 

5.14***    0.63 0.21***

M2：领导心理资本→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L1：OCBij =β0j + rij 
L2：β0j =γ00 +γ01

c (Lpsycap)+μ0j 

3.37*** 0.41***   0.64 0.08**

M3：领导心理资本→成员心理资本 
L1：Fpsycapij=β0j + rij 
L2：β0j=γ00 +γ01

a (Lpsycap)+μ0j 
2.46*** 0.41***   0.43 0.04* 

M4：领导心理资本、成员心理资本→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L1：OCBij = β0j +β1j (Fpsycap) + rij 
L2：β0j =γ00 +γ01

c’ (Lpsycap)+γ02 (Mpsycap).j  + μ0j 
β1j = γ10

b 

1.63*** 0.12 0.71*** 0.58*** 0.50 0.05**

注：(1)*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2)σ2 表示层 1 的残差, τ00 表示截距的残差, 即 μ0j; (3)OCB 为团队成员组织公民

行为, Lpsycap 为领导心理资本, Fpsycap 为成员心理资本, Mpsycap 为成员心理资本聚合到工作团队层面, 表示团队成员平均的心理

资本; (4)层 1 变量均按组均值中心化。 
 

表 4  领导心理资本的跨层次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    参数估计    

  γ00 γ01 γ10 γ11 σ2 τ00 τ11 

M：领导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 
L1：OCBij = β0j +β1j (Fpsycap) + rij 

L2：β0j =γ00 + γ01
 (Lpsycap) + μ0j 

β1j = γ10 + γ11 (Lpsycap) +μ1j 

 3.41*** 0.40*** 0.40*** 0.05 0.45 0.13*** 0.11

注：(1)*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2)σ2 表示层 1 的残差, τ00 表示截距的残差, 即 μ0j, τ11 表示斜率的残差, 即 μ1j; 

(3)OCB 为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Lpsycap 为领导心理资本, Fpsycap 为成员心理资本; (4)层 1 变量均按组均值中心化。 
 

第一, 根据 M2 建立多层次回归方程, 检验自

变量 Xj 对因变量 Yij 的直接效应 c。团队领导心理资

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参数 c)具有正向的促进作

用(γ01
c = 0.41, t = 4.76, p<0.001)。第二, 根据 M3 建

立多层次回归方程, 检验自变量 Xj 对中介变量 Mij

的直接效应 a。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心理资本

(参数 a)具有正向促进作用(γ01
a = 0.41, t = 6.39, 

p<0.001)。第三, 根据 M4 建立多层次回归方程, 检

验自变量 Xj 和中介变量 Mij 同时对因变量 Yij 作用的

效应 c’和 b。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参数 b)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团队成员心理资本

的组内效应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γ10
b = 0.58, 

t = 5.29, p<0.001),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的组间效应

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 (γ02= 0.71, t = 5.90, 
p<0.001)。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组织公民

行为(参数 c’)的影响显著下降而且未达到显著性水

平(γ01
c’ = 0.12, t = 1.45, p>0.05)。因此, 团队成员心

理资本是团队领导心理资本与团队成员组织公民

行为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 

3.4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领导心理资本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和前面一样,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是组水平

的变量,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

水平的变量。由表 4 的结果可知, 领导心理资本对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效

应不显著(γ11
 = 0.05, t = 0.57, p>0.05), 而且斜率的

残差 τ11 也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示不同工作团

队之间,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大小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假设 2 没有得到验证。 

4  讨论 

4.1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机制 
当今中国, 各类型企业组织面临着迅速变化的

科学技术以及日益复杂的组织环境, 企业组织对工

作创造性、灵活性以及变化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越来越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才能完成工作任务 , 
传统的工作描述、岗位职责等经常要发生变化,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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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对于整个工作团队高效运作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企业组织

和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大环境的背景, 通过对

国有企业的工作团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工作团

队领导心理资本对成员的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

响, 并且这种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成员的心理资本这

个中介而起作用, 即团队领导心理资本正向影响成

员心理资本, 进而使得整个团队成员表现出更多的

组织公民行为。 
在企业组织中, 个体与组织之间不仅进行着工

资、报酬等的物质交换, 同时也进行着支持、信任、

自尊和威望等心理的交换 , 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 , 
个体遵从“互惠原则”保持社会交换关系的平衡, 组

织公民行为可以看作是个体和组织双方社会交换

的产物, 当组织满足了员工的物质需要以及心理需

要时, 根据“互惠原则”, 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组织

公民行为(沈伊默等, 2009)。丰富的心理资本能够促

进团队领导成为一名诚信领导, 诚信领导在领导过

程中表现出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恳

负责的品质或行为, 从而有利于工作团队工作目标

的实现 , 诚信领导通过展现出的诚信品质或行为 , 
即使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或有引发非诚信行为的

诱因存在 , 诚信领导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坚持原则 , 
坚 持 诚 信 的 行 为 (Harvey, Martinko, & Gardner, 
2006)。因此, 领导心理资本有助于促使工作团队坦

诚、互信、和谐关系的形成, 提升团队成员的团队

认同感与归属感 , 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心理资本 , 
最终促进团队成员做出有助于工作团队高效运作

的组织公民行为。 
从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观点

来看, 领导的心理状态可以作为环境影响被员工感

知, 进而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Weiss & Cropanzano, 
1996)。心理资本丰富的领导带领的工作团队, 团队

成员时常感受到领导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促进了其

心理资本的储备, 从而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和发

展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 (Walumbwa et al., 2011; 
Yammarino et al., 2008)。 

本研究也尝试建构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跨层次

调 节 效 应 模 型 , 但 是 没 有 证 实 研 究 假 设 2, 与

Walumbwa 等(2010)的研究不一致, 这可能与我国

企业组织独特的组织文化背景有关。在中国的文化

背景下, 圈子现象与差序格局普遍存在, 并在社会

各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工作团队作为企业组织

中的小型团体可能也难以摆脱差序格局等因素的

影响, 团队领导对团队成员可能存在着“圈内—圈

外”、“自己人—外人”的认识, 有差别地对待自己的

下属 , 表现出与西方工作团队不同的特点 (刘军 , 
章凯, 仲理峰, 2009)。此外, 任务绩效与组织公民

行 为 在 构 念 上 存 在 差 异 也 可 能 是 导 致 本 研 究 与

Walumbwa 等(2010)的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 这一

系列猜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4.2  领导心理资本对工作团队高效运作的意义 

虽然工作团队产生的初衷是为了集合众人力

量 , 以 完 成 分 散 个 体 难 于 达 成 的 任 务 目 标

(Katzenbach, 1997), 但事实上工作团队内的协调合

作常常出现种种问题, 团队的工作效果经常达不到

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在国内的很多企业中表现尤

为突出, 尽管采用了工作团队这种先进的工作模式, 
但是企业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却仍然没有明显提

高, 甚至出现了下降。如何改变“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局面, 将中国企业的员工打

造 成 一 个 个 高 效 率 的 工 作 团 队 , 实 现 团 队 成 员

“1+1>2”集成效应, 这是企业管理者和管理学家共

同面临的挑战。 
工作团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团队的有效

性, 团队有效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团队绩

效, 例如, 团队的效率、生产力、反应速度、质量、

顾客满意度以及创新等; 第二, 团队成员态度, 例

如, 工作满意度、承诺以及对管理层的信任等; 第

三, 团队成员的行为, 例如, 成员的缺勤、离职以

及组织公民行为等(Cohen & Bailey, 1997)。员工的

情绪状态是促使他们愿意做出角色外行为的重要

因素, 心理资本丰富的工作团队领导能够创造工作

团队积极、和谐的工作氛围, 使团队成员拥有共同

的工作任务目标, 彼此之间信息共享, 在工作过程

中相互帮助, 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 对团队事务尽

心竭力, 全方位奉献自己(Katzenbach, 1997)。这一

系列活动帮助团队成员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积极的

情绪状态, 促进团队成员愿意帮助他人、与他人合

作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与发展, 促进整个工作团

队的高效运作。 
4.3  研究的实践意义 

任何企业组织都不可能是一台精密的机器, 都

需要员工之间的协作配合, 人的行为远比流水线作

业要复杂。在动态的工作情境中, 不可能去预测每

一个活动、环节, 但是组织公民行为对工作团队和

组织的高效运转具有促进和催化作用, 这对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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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企业的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今不断变

革和充满挑战的时代, 工作团队领导的自信、乐观、

希望、韧性等积极心理状态对企业组织的发展起着

尤为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视角, 
拓展了心理资本理论的适用范围, 为提升工作团队

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也为如何提

高工作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组织管理实践提

供了有效的途径。 
本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不仅可以在员工层面对

员工的工作态度、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还存在

跨层次的影响效应, 尤其是团队领导的心理资本对

整个工作团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在企业管理

的过程中, 应当重视工作团队领导与成员的积极心

理资本的培养与开发 , 尤其是团队领导的心理资

本。通过培训提升领导的心理资本, 提升领导的积

极情绪表达能力, 将自己积极的心理资本传递给团

队成员, 促进他们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并且, 心

理资本具有状态性、可以开发的特性(Luthans, Avey, 
Avolio, & Peterson, 2010), 企业可以通过特定的训

练程序有计划地提升员工的心理资本。 
4.4  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虽然在研究设计上分别采用两套问卷

分别测量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 同时控制了人口统

计学及教育、工作经验等额外变量对研究变量的影

响,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同行业、不同

组织在生产方式、组织文化、员工福利等方面存在

较大的差异, 因此, 本研究的结论在向其他行业、

组织推广时应持有谨慎的态度。本研究属于横断研

究, 无法推断出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联系。本研究采

用自评问卷测量方法, 尽管采用 Harman 单因子控

制共同方法变异, 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共同方法

变异。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开展：第一, 

更多样的企业组织进行取样, 考虑行业、组织等因

素, 以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 第二, 采用自评、他

评等多种方法进行测量, 更加全面地了解变量之间

的关系 , 并减小共同方法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第三, 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为研究结论的因果推论

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四, 本研究没有证实团队领

导心理资本在团队成员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

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存在犯Ⅱ型错误的可能

性, 即, 事实上这个调节效应是存在, 只是本次研

究尚未发现而已。今后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这个根

据理论推演出来、但是本研究尚未验证的假设, 分

析其中深层原因是什么？该现象是否与中国独特

的企业文化背景有关？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证实。 

5  结论 

(1)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的组

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 , 团队成员心理资本是领

导心理资本与成员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跨层次的中

介变量。 
(2) 工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心理资

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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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global competition, consolidation, and innovation brought up pressures and urged the 
emergence of work teams as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organizations. As consequence, more and more 
organizations shifted from work organized around individual-base job to team-based work structures. Recent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s confirmed that work team memb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had unique 
meaning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work tea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plore how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fluenced on their 
direct follow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Sixty-six work teams (66 work team leaders and their 303 
followers) were sampled from 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eastern China.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leaders 
and their direct followers respectively. Both work team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self-rated their own level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sides, work team members also finished a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 (HLM)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and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marri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tenur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results revealed that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direct follow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ork 
team memb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a cross-level mediator between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ir follow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However, this research didn’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team memb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as moderated by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ch that the relationship was 
stronger when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perceived to be high versus low. This finding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organizational background.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both work team leaders and memb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 team memb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especially work team lead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a key element for constructing 
efficient work teams. Entrepreneurs coul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improve work team leaders and memb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enhance work team efficienc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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